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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一

当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开展，并开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

华大地上也兴起了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热潮，以增强国家之软实力。 其

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板块之区域性文化研究， 也显现出强劲势头。

在这一形势下，处于中华传统文化源头与核心地位之长安文化，显然承

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也更受各界之关注。 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求，西安

文理学院以富于前瞻性的眼光，适时地于 2008年初建立了以副院长耿占

军教授为负责人的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并于当年 10 月，经专家评议

通过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准确立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以之为平台，汇聚院内学术精英，并广泛联络院外知名学者，合力推

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持续而深入地发展。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

立后，在充分征求采纳院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规划，确定

长安历史地理、长安文献、长安历史与文化作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之主要研究方向。 计划除定时编辑出版《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

便及时汇编推出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之论文、述评与相关讯息，促进

学术交流外，还决定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陆续分批次出版有关长

安历史文化之富有新知卓见的研究性专著，以推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向

纵深发展。 这样，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通过组织研究并

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及《长安文献资

料汇编》，三者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必将推动长安历史文化之全方位深入

发展，使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超迈前贤，达到一个

新的高度。 同时还达到带动西安文理学院学科建设与教学水平发展，有

助于西安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发展之经世致用的预定目的。

朱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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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已述及， 长安文化相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处

于源头与核心地位，这是历史铸就的史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

也最具影响力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王朝）、西汉、隋唐等王朝都城所在

的今陕西省中部关中渭河下游平原地区（简称关中地区，也称关中盆地）

为核心区域。 关中盆地由于位居我国腹心地带，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

区；又处在我国国土之第二级阶梯东部①，因而面对其东部第三级阶梯上

之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就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在地理区位上

拥有先声夺人的优胜地位。 加之关中盆地东临黄河，南靠秦岭，西阻陇

山，北倚北山山系，四周又有函谷关（东汉末改在潼关）、武关、大散关、陇

关、萧关、金锁关、临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拱卫；关内渭河下游之冲积平

原与黄土台塬，气候温润，地形平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物

产富饶，自然环境也十分优越。 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政治家与地

缘政治学者早有论断。 如公元前 337年，秦惠文王初即位，苏秦西至秦国

都城咸阳说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

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②后历 117 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终

于凭借这一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以及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续六世之

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③次第灭亡了东方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统一的大帝国。也就是实现了当初苏秦之“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④的

①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由西而东逐级下降，因而在地貌上也形成了由三个阶梯构成之格
局。 即第一级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原与盆
地区，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四川盆
地、云贵高原组成，海拔大都在 1000—2000 米间；第三级阶梯东部平原与丘陵山地区，平
原海拔大多在 200 米以下，除长白山、武夷山、台湾山脉海拔高度超过 2000 米，台湾玉山
山脉主峰玉峰海拔达到 3850 米外，其余山峰大多在 1500 米以下。
②《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③西汉·贾谊：《过秦论》。
④《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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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③《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
⑤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全唐诗》卷二三 O，中华书局，1960 年。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陕西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

预言。 公元前 202 年，西汉高祖刘邦在击败强敌项羽，天下初定，欲都雒

阳之际，齐人娄敬适时进见，说之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

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

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

其背，未能全其胜也。 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 ” ①而刘邦在进一步听取了他信赖有加之谋臣留侯张良所言：

“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

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

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②刘敬说是

也。 ” 后，作为一代明君，刘邦毅然力排左右原籍殽山以东大臣欲高祖都

于雒阳之偏见，当日就起驾，入都关中。 ③由此而为巩固西汉一朝 214 年

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唐朝初年，也是由于秦王李世民力排众

议，劝阻了唐高祖李渊迫于北方强敌突厥一时之咄咄攻势，欲迁都樊、邓

间，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 ④坚持建都长安，终于成就了盛唐王朝。

关中地区，正因为具有上述地理区位、地理条件上的特点与优势，曾

被唐代大诗人杜甫咏为“秦中自古帝王州”。 ⑤后又于明清之际被力践“经

世实用 ”治学思想之地理学家顾祖禹论为是 “关中形胜 ，自古建都极

选”。 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形成的历史文化自必内涵丰富，积淀深厚，体大

品高，影响深远。

论及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由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构成。 这当

然既因西周、秦、西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其文治武功均

对我国之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还因为这四大王朝均建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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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无逸》《尚书·泰誓》。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

中，特别是四个王朝主要都城周丰镐、秦咸阳与汉、唐长安城，还集中分

布于关中地区中部之西安小平原上。 遗迹宛然，触目皆是。

就西周、秦、西汉、唐四大王朝之文化内涵而言，虽然各有特色，但在

历史上，以至迄今均发挥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教化育人培植各方

英才、创新知识提升人类智慧、资政惠民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秦、汉、唐四大王朝文化之精髓，可作如下之概括：

周文化之精髓为礼乐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并借助分封诸侯，将周王

朝“敬天保民”“重农裕民” ①之治国理念推行到各诸侯国。

秦文化之精髓为制度文化。 秦王政于统一全国后， 建立中央集权制

度，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又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

度量衡等政令，以强化皇帝独裁威权，巩固其统治。 秦始皇创建的许多维

护国家、民族统一的制度多为后世所继承，当然也有相当的变革。

西汉文化之精髓是汉武帝时获得独尊地位之儒学。 尽管当时非儒学

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黜，但在实际施政时，仍是“霸王道杂之②”， 即儒学

与黄老刑名之学并行施用，相得益彰；并通过经董仲舒加工之儒学，调和

相关学说，使之既符合西汉实施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也促使西汉统治者

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仁德之治，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唐文化之精髓则是儒道佛兼容并包，对域外伊斯兰教、景教、袄教、摩

尼教等多种宗教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海纳包容。 因而造就了唐文化之

灿烂辉煌，并成为世界文化之高峰。

唐之后，长安文化虽已不似周、秦、汉、唐文化那样气势磅礴，刚劲雄

健，但在继承中也有发展。

长安文化，正因为其核心成分是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因而在中

华文化发展历程中自然处于主流地位，而在我国各地域文化中也成为源

头与核心。 因为我国许多地域文化，虽然其历史渊源都如长安文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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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西周之前；然而在其地域文化具体形成历程之关键阶段，大多从西

周之礼乐文化中接受了至关重要的内容与影响。 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

燕赵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等。 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太公吕尚、鲁周公

姬旦、吴太伯、燕召公姬奭、晋唐叔虞、楚子熊绎均为周王室血缘勋亲或

股肱重臣；及至战国时立国之赵、魏、韩氏之先祖，也曾受周王室封赏。 迨

至秦、西汉、唐王朝时，这些王朝的强势文化也都从关中之咸阳、长安传

播到各个地域，各地域文化也都受到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长安

文化应从中华文化源头与核心这一层级面上来认真看待，全面深入进行

研究；以使人们对长安文化获得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推进我国各有关地

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

西安地区究因是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与另一些政权建都之地，

所以至迟自西周以来就有史官与学者文人记载这一地区之史实， 如人

物、事迹、典章、制度等等，之后历代多有，积淀深厚，类型既多，数量甚

巨。 正因为这样，所以唐之后，历宋、金、元、明、清，各代也均有学者对故

都长安或进行探访调查，或进行文献注释，或进行研究撰著。 他们留下的

丰硕成果，既是他们研究长安历史文化之心血结晶，也为后人进一步研

究长安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资讯。 迄止民国与共和国时期，更有一批

中外学者应用新的学术观点与新的研究方法对长安历史文化所涉及的

问题，或撰文，或著书，或进行专题考证与研究，或进行综合性的论述，或

进行理论性阐述，种类繁多，为数颇丰。

截至当前，尽管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且出现了集

体性的成套的研究与撰著成果，例如 2006 年三秦出版社由魏全瑞主编，

整理出版的有关古长安的史地文化典籍 10 本，名为“长安史迹丛刊”；又

如， 自 2002 年以来， 西安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由崔林涛任编纂委员会主

任，史念海、朱士光等任副主任，组织西安地区专家学者编著撰写的“古

都西安丛书”28本等。 然而，从已出版发行的“长安史迹丛刊”或“古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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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丛书”之书目看，整理有关古籍丛刊之选目不够全面，而研究性丛书之

选题也有缺漏；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升华性的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理论阐

述的专著，除黄新亚于 1989 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文化

史概论》上卷之《长安文化》一书，差强可列入外，尚未见有新著问世。 上

述情况说明当前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继续不

断努力，予以完成。

前文虽已述及，长安历史文化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以今西安市所在之

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 其研究内容， 即为这一地域范围内上起距今 100

万年前，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蓝田猿人时代，下迄当今之整个

人类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且应以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为重心。 很显

然这都只是总括性之表述。 然而从中也可看出其包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

多样的。 即从西周礼乐文化、秦之制度文化、西汉独尊之儒家文化、唐代

儒道佛诸家学说竞相发展之包容性文化这一长安文化主流脉络看，其内

涵就十分广博深邃。 再就周、秦、汉、唐都城文化论，也包括有宫室建筑、

祭祀礼制、宗教活动、学术艺术、教育伦理、科技工艺、服饰饮食、歌舞竞

技等多个方面。 如再加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变迁之考察论证、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发掘研究、民俗民风与民间文化之调研整理以及有关长安历

史文化之学理上的探讨建设等，其内容就更为庞大丰厚。 因而，当今我们

面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宏大事业，必须怀抱宏大的胸襟，秉持广阔的

视角，洞悉历史的进程，把握时代的走向，通过长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

不断加以推进。 深信凭借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擘画

筹策与组织协调，依仗有志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各有关学科学者的严

谨研治与悉心撰写，不断奉献出精品力作，“长安历史文化丛书”的相继

出版，必将对西安市以及关中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

以至中华文化复兴之伟业，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009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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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代序

王子今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当时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

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

《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

其中五次都是指关中。如苏秦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

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娄敬

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

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张良语：“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

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

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史

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如果借用“天府”一语来形容区域文化优势，其实

也是适宜的。 正是在西汉长安地方，经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经学的人

才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此

为中心。 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

一、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齐鲁文化西渐

西汉时期，是先秦时代已经成熟并分别形成深刻影响的楚文化、秦文

化和齐鲁文化相互融汇的历史阶段。 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在全国政治

重心在关中地方确立之后，齐鲁文化的西渐。

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 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发生重

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

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

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秦汉时期，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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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化在保持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又积极参与了“远迩同度”（《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秦最后灭齐。 秦始皇东

巡，表现出对包括神祀体系的齐鲁文化传统的某种尊重。 齐鲁，作为历史

悠远的文化高地，各地人们皆不得不仰视，甚至嬴政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

也不能例外。 秦始皇当政时，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

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

平”，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有许多儒学博士承当政治文化顾问。 秦始皇

廷前议地方行政格局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等，都曾

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峄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就所

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当时在秦王朝统

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

达 460余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刘邦的汉军在歼灭项羽军之后，“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

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颅视鲁，鲁父兄

乃降。 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

谷城。 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秦博士，出身

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

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 成功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

帝之贵也！ ”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史记》卷九九《刘敬叔

孙通列传》）。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

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继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之后， 西汉政权策划迁徙关东贵族豪杰名家居关中时， 首先想到的又是

“徙齐诸田”（《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一政策，也许也是齐鲁

经学向西部地方传递的一个重要契机。

汉武帝时代，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彻底确定。齐地儒生

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

始上升的重要的文化信号。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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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公孙弘作为齐鲁

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

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 这一建议为汉武帝

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卷一

二一《儒林列传》）。

陈直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 题为

《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 其中凡举列九种，即：一、田何、伏生等的

经学；二、褚少孙的史学；三、东方朔的文学；四、仓公的医学；五、尹都尉的

农学；六、徐伯、延年的水利学；七、齐人的《九章算术》；八、宿伯年、霍巨孟

的雕绘；九、无名氏之书学。 陈直先生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

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

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

论”（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文史考古论丛》， 天津古籍出

版社 1988年版，第 173 至 182 页）。 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

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

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作为帝国的都城，长安

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一历史变化。然而这里并不是儒学向西传布的终点。

从儒学向巴蜀和河西等地方普及的文化轨迹看， 长安实际上又承担了经

学传播的重要的中继站的作用。

二、石渠千秋

汉代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收藏史的新阶段。其重要成就，是经学论著

的收藏。 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

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卷三○《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

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

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说当时

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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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 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

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

学经典的不同底本。 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

《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 这两种书据说

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

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

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

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冬日述怀奉呈兰台诸公》，《石仓历代诗选》卷一

一五），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尊经堂诗》，《待制集》卷一），

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后无题五首》之五，《梧溪集》卷四），也都

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汉长安城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可以看作

这种文献学成就的纪念。

汉代的国家藏书， 有了确定的制度， 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

模。最典型的例证，也发生在长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

然，后失之矣。 ”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 问其妻，对

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 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 ’”这里所说的“家

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卷八

二下《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

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

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北海方士王

和平由弟子孙邕陪伴前往京师，不幸途中病逝，安葬在东陶。 所有图书百

余卷，都随葬于墓中。 后来听说王和平尸解成仙，孙邕于是悔恨当初不如

取其“宝书”以为私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

藏文献的数量。 这是一个图书随主人向“京师”集聚的故事。 这里所说的

“京师”，当然是洛阳。但是西汉时期儒生西行长安必然携带常用图书的情

景，也是可以由王和平事迹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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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言》“书肆”与“槐市”传说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

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

好孔子的文字言谈。 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 ”涉

及到“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记载。扬雄的

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

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 《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

的文化信息： 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 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

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长安地方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

出现。扬雄是在讨论“仲尼”思想的时候说到“书肆”的，可知在这样的图书

传播场地，经学书籍很可能是流通的主体。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

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

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

卖。 雍容揖让，论说槐下。 ”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

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

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

是特定的人群。 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的市场的特

殊的文化气氛。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学古游槐市”诗句（《韩十八侍御见示

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 》，《刘宾客文集》外

集卷五）。 刘禹锡又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 北窗分明辨鲁鱼。 ”（《秋萤

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一）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

官槐市有清阴。 ”（《近蒙夏蒙夫之文教授用赠太守韵见贻 复和荅》，《丹

阳集》卷二○）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

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龙泉李宗儒师儒兄弟

槐阴书院》，《文忠集》卷四三）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

氛相当浓烈。 后来文人们习惯或以“槐市”与“杏坛”并说（如［唐］黄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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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官》：“得槐市三千，杏坛七十”，《黄御史集》卷七《启》）；［宋］杨亿《景徳

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二道》：“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 ”《武夷

新集》卷一二；［宋］欧阳修《早赴府学释奠》：“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 ”

《文忠集》卷五六）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如［宋］苏轼《次韵徐积》：“但

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 ”《东坡全集》卷一五），又有“槐市育才”

（［宋］王十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梅溪后集》卷二）、“槐市

育材”（［宋］刘才邵：《贺魏司业启》，《檆溪居士集》卷九《启》）以及“太学曰

槐市”（［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七）等说法，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诸生”

所经营的“经传书记”，可以明确主要是经学图书。

四、经学研究的中心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

射乡饮之礼。 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

是喟然叹兴于学。 ”儒学被最高执政者重视，其契由正是发生在长安的经

学的一次实际应用。 据司马迁记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

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

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

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

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

风矣。 ”在长安确立最高执政中心的汉王朝努力招致人才。除了吸引各地

学者参与议政和行政之外，还殷勤邀请经学专家来到京师。 即所谓“详延

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长安于是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

申公曾在长安求学，后来又来到长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写

道：“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 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

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

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远方

至受业者百余人。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据《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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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刘彻即位初，建元元年（前 140），“议立明堂。 遣

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颜师古注：“以蒲裹轮， 取其安也。 ”

《前汉纪》卷一○的记载是：“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议立明

堂。 申公年八十余矣。 ”直接动因似是就经学与行政结合的具体问题请

教。 经学专家和长安的关系，通过申公的故事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在汉武帝重视儒学文

化建设，“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

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

以儒术进”。 这些人物集中于长安，更强化了京师作为经学研究基地的文

化影响。

以梁丘贺为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梁丘贺》记载：“年老终官。 传

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 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 临学精孰，专行京

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

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 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

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

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

大夫。 繇是粱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由此一例，亦可以大致得知长安经

学的学术渊源和传递方式。 经学名家往往同时又是朝廷大员，经学和行

政的关系也因此明朗。

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

《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

交车。 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

异说云。 ”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

学专家会议”。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7月版 ） 经学研究人才的集中和经学研究水准

的提升，又达到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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